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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1

自吐蕃王朝（842年）崩溃后，青藏高原上一直未

能建立起统一政权，史称分裂割据时期，前后共持续了

四百年时间。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后世藏族的文化产

生了重大影响。

学界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藏传佛教复

兴为主线的后弘期，但对于这一时期文化繁荣的机制却

少有分析。这一时期佛教再度发展，形成了噶当派、萨

迦派、噶举派等众多教派。各派教法经过广泛传播创造了

丰富的理论体系，对西藏社会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。分

裂割据时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其背后往往蕴含着社会大

背景的变化，这种变化多是由外因影响，内因主导，这一

时期的藏族文化不仅充分借鉴吸收周边民族和国家的文

化，更在吐蕃文化的基础上积极适应时代，内在地更好传

承源文化，形成了既不失特点又与其他和谐共生的文化。

一、奴隶制下的王田分封：向封建化的渐进转型

在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，吐蕃已经进入到了

奴隶制社会。

此王（朗日伦赞）之时，有琼保·邦色者，割藏蕃

小王马尔门者之首级以藏蕃两万户来献，（其土地民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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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入于赞普掌握之中。‘苏孜’者（既琼保邦色之又名）

诚为忠顺之辈。此后，伦赞赞普以苏孜忠顺可靠，乃将

藏蕃二万户悉数赏赐予之。[1]

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，王田制度作为吐蕃奴隶

制社会的基石，承载着独特的经济功能和社会结构。在

这一制度下，赞普持有土地所有权，通过封赐的方式，

将土地与牧场授予贵族和臣属，后者仅享有使用权，且

这种权利随时可能被赞普收回，从而确保了王权对资源

的绝对控制。奴隶制的发展不仅强化了社会等级秩序，

也推动了吐蕃社会的历史进程，成为其早期繁荣的重要

动力。

然而，随着政权的扩张，社会内部矛盾逐渐显露，

尤其是社会阶级间的对立日益尖锐，奴隶制的固有局限

开始显现，成为制约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。面对

这一挑战，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渐进式的改革，旨在缓

解奴隶制中的不合理因素，同时保障统治阶级的核心利

益不受损害。其中，“绿册”制度的引入尤为关键，它通

过定期登记平民的户籍和耕地面积，而吐蕃王室向其征

收一定数量的赋税。[2] 实现了在自由民之间公平分配土

地和牲畜的“平均财富”政策，从而维系了一定的社会

稳定。同时，王室亦借此征收赋税，确保了财政收入的

稳定。

尽管如此，奴隶主贵族对于赞普分配土地的不满持

续发酵，他们私自派遣奴隶开垦无主荒地，私田的不断

扩展削弱了王田制度的根基。随着私田规模的扩大，奴

隶主贵族将更多精力投入于私田管理，这无疑是对王田

制度权威的挑战。加之，连年的对外战争加重了奴隶的

负担，加剧了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冲突。最终，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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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玛赞普遇害，其二子争夺王位引发的内讧导致王室分

裂，吐蕃王朝的崩溃成为历史的必然。奴隶起义的星火

燎原，彻底瓦解了王田制度，为新型的封建土地制度的

兴起铺平了道路。

另一方面，奴隶起义犹如“一鸟在空，众鸟飞从”，
[3] 王田制度已经名存实亡，新型的封建土地制度代之而

起。分裂割据的动荡时期，标志着吐蕃土地国有制度的

终结。随着土地自由买卖的普及，自耕农与佃农获得了

土地所有权与人身自由，激发了劳动生产的活力，催生

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。新兴的封建农奴主与封建农奴

阶级应运而生，逐步确立了以领主占有制为核心的封建

农奴制度。这一转变不仅促进了农业与牧业的蓬勃发展，

也为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社会经济的剧变是

推动文化繁荣的关键外因，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，

同时也预示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即将发生。

二、割据政治孕育繁荣：文化普及化的历史进程

吐蕃政权解体后，统一的政治架构土崩瓦解，代之

以诸多割据势力。“母后派系的臣民相互对峙，各自拥二

王子为王，云丹占据卫茹，威宋占据夭茹，卫夭之间时

常发生火并。其影响几乎波及全藏区，在各个地方也随

着出现了大政、小政、众派、少派、金派、玉派、食肉

派和糌粑派等派系，互相进行纷争。”[4]

吐蕃王朝崩溃后，统治阶级对学术的控制减弱，这

为文化下移和知识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。“各地方势力

对学术的限制大大减小，十分有利于文化的发展，形成

相对自由的学术空气 [5]”，学术氛围相对自由，知识的受

众日益增多，知识迅速大众化、平民化。

分裂割据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藏民族积

极吸收周边文化。玛尔巴译师三次前往印度学习佛教教

法，回国后广传教法，开创了噶举派 [6]。同时，南亚次

大陆的分裂和伊斯兰教的入侵，使得大批佛教徒流亡西

藏，为藏传佛教的兴起提供了支持。阿底峡大师应拉喇

嘛益西沃的邀请来到西藏，并广收弟子，著名的有仲敦

巴、俄·勒白喜绕等，其中“像仲敦那样伺候谁也办不

到。如果有一个抓住阿底峡规矩的，那就是他仲敦了”。
[7]1056 年，仲敦巴在热振地方修建热振寺，噶当派由此

形成。各个割据势力为了扩大实力，纷纷延揽人才，为

己所用。形成了一种本能的自由文化制度。

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同一时期社会的经济、政治等

密切相关，但并非所有社会变动都能带来文化的繁荣。

在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前期，虽然社会正经历转折，

但文化并未有重大发展。然而，在分裂割据时期，从统

一向自由转变的社会环境中，自由的知识制度开始深刻

影响西藏文化，游学和佛法辩论等风气极大地促进了社

会流动和知识的传播，为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。自由的

知识制度使得知识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，而是逐渐普及

到更多人群之中。

从西藏分裂割据时期的社会及其政治变动来看，一

是分裂割据造成了和而不同的开明政治，二是思想不统

一造成的舆论自由，为分裂割据时期的思想文化变动和

后来的文化繁荣创造了重要的社会条件。

三、新兴的藏传佛教：文化融合与本土化

分裂割据时期的西藏历史标志着社会与文化的重大

变革、显著发展及深刻转型。此阶段的文化发展，虽根

植于吐蕃时期的文化传统，但并未实现对原有文化的全

面超越与根本性改变。这一时期西藏政治上四分五裂，

而文化并未割裂，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。[8] 自吐蕃王朝

伊始，佛教文化即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域广泛传播。

分裂割据时期的文化发展，亦以佛教本土化为基石，通

过佛教与本土实际的深度融合，旨在构建一种独具特色

的文化模式。故分裂割据时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从吐

蕃时期的苯教、佛教和土著文化中续演而来，分裂割据

时期形成的藏传佛教是吐蕃文化思想的承继与细化。

在藏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中，吐蕃时期的苯教与佛教

既斗争又融合，形成本土化佛教；分裂割据时期佛教彻

底本土化，藏传佛教主要教派相继形成，直至宗喀巴大

师创立格鲁派，佛教在藏族历史社会中确立了绝对的主

导地位，各类文化形式亦多以佛教内容为核心。由此可

见，佛教与藏族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
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族思想文化转型，其基础在于对

吐蕃文化的吸收与选择性摒弃。吐蕃王朝之前，藏族尚

未形成一套系统且成熟的文化体系。直至吐蕃时期，藏

族自上而下地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文化系统，其显著特征

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。在佛教大规模传入青藏高原之前，

藏族多信奉苯教。苯教在统治阶层中享有崇高地位，“古

辛”甚至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、军事决策。然而，随着

古辛权力的不断扩张，对赞普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，

宗教神权与世俗王权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，导致止贡赞

普采取大规模措施禁止苯教，苯教的发展因此遭受了严

重打击。[9] 但作为一种精神信仰，苯教在青藏高原得到

了广泛的传播。

赤松德赞时期，思想界发生了两次重大斗争，均与

佛教紧密相关。首次为佛苯之争，双方通过辩论、著述

等多种形式展开激烈交锋。在赤松德赞的坚定支持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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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最终取得胜利，苯教则遭遇挫败。苯教徒被迫改信

佛教或流亡边地，“苯教徒被放逐于西藏各地……其教义

因而得以流传”[10] 这标志着苯教第二次受到统治者的打

压。后来也发生过几次佛苯之争，可以看出，苯教影响

虽广，但一味排斥佛教，也为苯教的衰落埋下了祸根。

第二次是顿渐之争，而渐门派僧人多代表吐蕃王室，胜

负早已决定，“益喜旺波将和尚之见解与菩提萨埵之见

解、渐门之教理如实完全向赞普奉禀，赞普……一再言

道：‘益喜旺波真是我阿阇梨！’向之叩首礼足。”[11] 最

后渐门获得胜利，为吐蕃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，

从此以后，吐蕃佛法沿着中观宗一派传播。

自佛教传入，赤松德赞灭苯兴佛，吐蕃佛教的发展

受到统治阶级上层的影响比较大，佛教并没有在广大下

层民众之间传播开来，都是统治阶级上层通过对原有统

治思想的改变，努力构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系统。

四、吐蕃文化基石之上：传播与发展的多元路径

在藏文诞生之前，青藏高原的文明形态相较于周遭

地区略显原始，社会结构与制度亦处于初成阶段。然则，

伴随吐蕃军事实力的扩张，与邻近国家的互动愈发紧密，

由此催生了对周边先进文化和制度的深度汲取。王室派

遣青年贵族“因充侍子，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”，[12] 得

以亲历并悉心观摩中华大地的军事雄风与礼乐文明。吐

蕃朝野上下积极求索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文选》[13] 等汉

学典籍，同时延请高僧大德莅临弘法，这些举措均为吐

蕃文化体系的速成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此番向先进文化取

经的实践，延续至分裂割据时期。

14 世纪中期，西藏本土佛教各派系已构筑起独具特

色的教义传承与修行体系，展现出藏传佛教多元而统一

的特性。“至分裂割据末期，正值西藏佛经大规模翻译活

动的尾声，汉传佛教与印度佛教向西藏的广泛传播亦步

入终结。”[14] 藏族文化自此步入成熟阶段，形成了兼备民

族个性与世界视野的文化体系，彰显了其在历史长河中

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。

结论

在9-13世纪，藏族文化的繁荣不仅是其发展成熟的

必然结果，也是文化体系构建完成的标志。这一时期，

藏族文化的兴盛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昌盛紧密相连。

此外，藏族文化的成熟和定型，显示了其内在的相通性

与共同性。在民族精神层面，藏族文化表现出了显著的

共同性和传承性。从雅隆鹘提悉补野部落时期到分裂割

据时期，尽管民族文化在内涵与形态上有所差异，但这

些差异是文化适应和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。形式虽变，

文化内核却始终如一。

藏族与其他民族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，为

中华文明的繁荣和多样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深入

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机制，可以为今天铸牢中华民

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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